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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 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在中国进入了计划实施阶段。 尽管以往研究探讨了再就业对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但结论却争议不断。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 结合中国家

庭经济行为与代际关系的特点, 构建了以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老化态

度、 社会价值为中介, 以养老观念为调节的分析框架, 旨在检验再就业与城镇离退

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 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利用

多元线性回归、 倾向值匹配、 KHB 中介分解效应、 调节效应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 结果发现: 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促进其心

理健康, 通过倾向值匹配检验后, 结果依然显著。 中介机制表明: 在再就业与城镇

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 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老化态度、 社会

价值分别能够解释其中的 6. 49%、 3. 79%、 23. 65%、 32. 41%, 这意味着城镇离退

休老年人再就业对精神的需求要远大于经济需求。 调节分析表明: 传统的养儿防老

观念会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延

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以上结论, 建议加大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

政策的扶持力度, 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 宣传积极的养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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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21 年 3 月,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策

略, 按照 “小步调整、 弹性实施、 分类推进、 统筹兼顾” 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在中国进入了计划实施阶段。 一方面, 我国现阶段的退休年龄大部分适用

于男性职工满 60 周岁, 女性职工满 50 周岁, 女干部满 55 周岁。 另一方面, 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2019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7. 3 岁①, 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老

年人在退休后仍有相当长的生命历程。 而老龄化同样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 抚养比上升、
养老负担加重、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2] 。 因此, 鼓励老年人重返

劳动力市场,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倡议应运而生
 [3-4] , 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容易引发抑郁等

心理健康问题[3] , 因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战略目标, 其中

再就业被视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5] 。 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究竟如何? 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大背景下, 研究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有

利于探索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行路径, 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颇具争议,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

同。 主要有三种观点, 分别是健康促进假说、 健康损害假说和无影响假说。
健康促进假说认为再就业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具体而言, 再就业可以维持老年

人角色的持续性。 退休可以视为一种角色的丧失, 并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6] , 与仍在工作

的同龄人相比, 退休人员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困扰[7-8] 。 而根据连续理论, 退休人员会被激

励去实现角色的连续性, 以维持甚至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其中继续工作就是保持退

休人员原有生活模式的方式之一
 [5] 。 因此, 与未就业的老年人相比, 再就业能够降低老年

人的抑郁症状, 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9-10] 。
健康损害假说认为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老年人的福利。 首先, 再就业占用了老年

人的闲暇时间, 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11-12] 。 其次, 与西方国家不同, 受传统

家庭文化影响, 我国老年人更倾向于安度晚年, 再就业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利影

响[13] 。 尽管继续工作的老年人会通过代际经济支持来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 但却是以牺牲

该群体的幸福为代价[11] 。 最后, 有研究指出, 正常退休并不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继续工作反而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14] 。

无影响假说认为老年人再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有限, 继续工作并不能为老年人提

供心理健康福利。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一方面, 超过传统预期退休年龄的继续就业与健康

福利无关[15] 。 另一方面, 除了再就业外, 非经济活动的社会参与也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状况[16] 。 这就意味着, 再就业并不是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唯一途径, 不继续工作的

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与再就业人群不一定存在着显著差异。
现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借鉴, 但是也存在着不足: ①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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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 再就业对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争论有待进一步廓清。 同时大多数研究主要针

对再就业对老年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心理健康方面的探讨, 与西方相比, 我国鲜有对老

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展开研究。 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上, 而

忽略了 “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 产生的偏差。 ③再就业对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生成

机制和作用机理未明晰。 基于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 ①检验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

健康存在何种影响? ②通过倾向值匹配以缓解由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③分析再就

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 理论机制与分析框架

与西方国家大多数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不同, 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的

目的一直都存在是 “经济需求” 还是 “价值实现” 的争议[17] 。 同时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
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是影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因素[11] 。 基于此, 本文拟在关照中国

现实的背景下, 展现再就业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机理, 提供影响二者之间

关系的中国证据。
1. 经济行为的中介机制

一方面, 从家庭经济学视域出发, 基于利他主义和家庭成员偏好一致假设, 个体的劳动

供给行为也会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诉求纳入其中[18] 。 尤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 中国家庭更加

强调亲代与子代的代际一致性, 在分析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时更应把家庭视为一个整体的经

济单元
 [19] 。 另一方面, 受以家庭为中心主导下的责任伦理影响, 父母通常会不计回报地付

出, 家庭资源的分配往往会向下倾斜[20] 。 总之, 大多数老年人会在身体尚可的情况下依靠

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甚至甘愿被 “啃老”, 为了子女会继续参与工作从而放

松子女的预算约束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因此, 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收入获取

生活保障, 还会通过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来缓解子女的预算约束[11] , 进而对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产生正向影响[21]  , 以减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2. 精神作用的中介机制

再就业还可以通过非经济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老化态度是人们对自我衰

老过程的一种评价认知, 老年人会把这种认知嵌入对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的理解之中[22] 。
在再就业与老化态度的关系中, 一方面, 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在保持社会活跃时, 会延缓衰

老的过程
 [23] 。 作为保持社会活跃的重要方式之一, 工作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作用
 [24] 。 另一方面, 老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构建, 经历的事件会影响人们对老

化的认知[25] 。 贝克 (Beck) 指出, 职业是走向世界的关键, 就连 “老年” 一词也是由 “没

有职业” 来界定的。 当人离开了工作, 他就步入了老年, 无论他自己是否服老[26] 。 因此,
再就业可以保持老年人较高的社会活跃度, 促进积极的老化态度, 而退休事件可能会引发老

年人消极的老化态度[27] 。 所以, 再就业可能会提高退休老年人积极的老化态度水平。 同时,
在老化态度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 研究发现积极的老化态度会削弱老年人的抑郁情绪

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28] 。 因此, 本文认为老化态度是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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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中介变量。 同时, 工作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价值感, 失去工作不仅剥夺了价值功能, 还

意味着技能损耗和社会地位的下降[24] 。 因此, 再就业还可能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感

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所以, 本文认为再就业会因为提高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积极老化态度和

社会价值感而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减少抑郁倾向。
3. 养老观念的调节机制

尽管已有研究分析了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但是在中国情境下忽略了养

老观念的重要作用。 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观念, 直到现代依然相当

普遍, 在这一观念的驱动下, 老年人往往倾向于子女养老。 不同养老观念会影响着老年

人对再就业这一行为的态度, 有研究发现, 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的退休老年人更倾向于将

养老责任寄希望于子代, 而不愿意继续就业[11] 。 而不支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

于依靠自我养老, 更愿意退休后继续工作。 因此养儿防老观念会调节再就业与退休老年

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程度的大小会因养老观念的不同

而产生差异。
基于此, 本研究将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嵌入到中国国情之

中, 以老年人经济收入、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老化态度、 社会价值为中介变量, 以 “养儿

防老观念” 为调节变量来构建分析框架, 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再就业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

三、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 数据来源

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中, 只有

2014 年涉及了老年人群的老化态度量表, 出于变量选择的需要, 本文采用 2014 年中国老年

社会追踪调查。 该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使用分层多阶段的概

率抽样方法对我国 29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进行了调查, 共获得
 11511 个样本。 考虑到

我国的城乡差异以及退休政策主要针对城镇地区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仅选取城镇样本。 与单

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同,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年满 60 周岁并享有离退休待遇的城镇地区的

老年人群。 鉴于户籍划分可能会遗漏进入城镇工作后被纳入城镇养老系统的农业户口的老年

人群[13] , 为保留样本选择的完整性, 本研究中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包括少部分农业户籍并享

有离退休待遇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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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构建

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Y = Β0 + Β1X + ΒK∑controls + ε (1)

　 　 其中, Y 是因变量心理健康 (抑郁倾向), B0 是常数项。 

B1 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 ∑controls 代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BK 是控制变量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

(2) PSM 

倾向值匹配。 以往研究发现, 老年人再就业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

明显差异,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研究方法忽略了 “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 即样本本身

的特征状况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采用 “反事实框架” 进一步对

模型进行倾向值匹配分析, 以尽可能地减少混淆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Y = ZY1 + (1 - Z)Y0 (2)

ATT = Ε(Y1 - Y0 | Z = 1) (3)
　 　 其中, 式 (2) 中, Z 为处理变量, 当 Z = 1 时, 观测到的个体在实验组, 实际结果为

Y1。 当 Z= 0 时, 观测到的个体在对照组, 实际结果为 Y0。 在本研究中, 再就业为实验组,
非再就业为控制组。 式 (3) 中 ATT 表示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用, 即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

年人心理健康的净效应。
(3) KHB 中介分解效应。 为了发掘不同中介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再就业对城镇离退

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结果估计, 以及比较经济行为机制和精神作用机制中介比例的大小, 本

文选用 KHB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解[29] 。 具体模型如下:
Y = αF + βFX + γFZ + δFC + ε (4)

Y = αR + βRX + δRC + ε (5)
R = Z - (a + bX) (6)

　 　 其中, 式 (4) 中, Y 是因变量心理健康 (抑郁倾向), αF 为常数项, X 为关键自变量

再就业, βF 为再就业的系数, Z 为中介变量, γF
 为中介变量的系数。 C 为控制变量, δF 为

控制变量的系数, ε 为残差项。 式 (5) 是不包括中介变量的简约模型, 其中, αR
 , βR

 , δR  

分别表示常数项、 再就业的系数与控制变量系数。 式 (6) 的思想是从 Z 中提取 X 中不包含

的信息。 这是通过计算 Z 对 X 的线性回归的残差 R 来实现的, 其中 a 和 b 是线性回归的估

计回归参数。 用 R 替换公式 (4) 的中介变量得到以下公式:
Y = αF + βFX + γFR + δFC + ε (7)

　 　 进一步检验 βR
 和 βF 的差异是否显著, 若差异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

(4) 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养老观念机制如何影响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抑郁

倾向的方向和强弱, 本研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Y = aX + bM + cXM + ε (8)

　 　 其中, Y 为心理健康 (抑郁倾向), X 为自变量再就业, M 为调节变量养老观念。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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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再就业与养老观念的主效应, c 为养老观念对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调节效应, ε 为残差项
 。

3.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心理健康: 本研究的心理健康用抑郁量表来衡量。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

心抑郁量表 (CES-D 量表) 的修订版来测量抑郁倾向[30] 。 抑郁量表是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重要指标[21] 。 本研究中的量表由 9 项组成, 包括老年人情绪、 饮食、 睡眠等问题。 该量

表询问受访者上周经历的情绪体验。 在这九个项目中, 三个项目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体验

(感到快乐、 日子愉悦和生活有趣), 六个项目表现出消极的情绪体验 (感到孤独、 悲伤、
食欲不振、 失眠、 无用和无所事事)。 编码分别为 0 =没有, 1 =有时, 2 =经常。 本研究将积

极倾向的 3 个选项反向编码, 取值范围为 0—18。 量表数值越大表明抑郁倾向水平越高, 心

理健康状况越差。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信度系数为 0. 73。
(2) 自变量。 再就业: 再就业是指年满 60 周岁并享受离退休待遇同时还继续从事有收

入的工作。 其中再就业为 1, 非再就业为 0。
(3) 调节变量。 养儿防老观念: 问卷中 “俗话说: ‘养儿 (子) 防老。’ 您同意这个观

点吗?”, 其中 “不同意” 持否定态度编码为 0, 同意和看情况而定编码为 1。
(4) 中介变量。 ①经济收入: 个人总收入取对数。 ②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向下代际经

济支持的计算方式为过去 12 个月老年人给子女的钱、 食品或礼物的价值总数。 ③老化态度:
在本研究中, 老化态度量表由 7 项组成, 其中 4 项消极态度 (已经变老、 变老等于失去、 变

老难以交友、 变老受到排斥), 3 项积极态度 (变老应对生活能力强、 变老更睿智、 变老也

愉悦), 赋值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为 1—5 分, 取值范围为 7—35 分, 前 4 项消极态度采

用反向编码的方法, 分数越大, 积极老化态度的程度就越高, 该量表在本研究的信度系数为

0. 63。 ④社会价值: 问卷中 “我觉得, 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赋值为 1—5 分。
(5)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男 = 1, 女 = 0)、 年龄、 宗教信仰 (是 = 1, 否 =

0)、 婚姻 (在婚= 1, 不在婚= 0)、 户籍 (农业户籍= 1, 非农业户籍= 0)、 退休前在单位中

所处的位置 (负责人、 高层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基层管理人员 = 1, 普通职工、 职员

与其他= 0)、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到很健康 1—5 分, 分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 受教育程

度 (不识字= 0, 私塾、 扫盲班、 小学 = 6, 初中 = 9, 高中、 中专 = 12, 大专及以上 = 15)、
同居者数量、 儿子数量、 女儿数量。 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 基准回归结果与讨论

1. 基准回归分析: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 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水平, 在加入家庭特征

后, 这一结果依然成立。 这说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产生的原因可能是: 首先, 城镇老年人可以通过继续就业扩大社交范围, 维持现有的社

会关系网络, 老年人能够嵌入现有的社会系统中从而获得归属感。 其次, 从职业中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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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抑郁倾向 3639 3. 686 3. 162
自变量 再就业 4206 0. 058 0. 234

年龄 4209 70. 569 8. 139
性别 4176 0. 540 0. 498
宗教信仰 4203 0. 100 0. 300
婚姻 4204 0. 725 0. 447 

户籍 4205 0. 031 0. 173
控制变量 退休前职业地位 4159 0. 331 0. 471

健康状况 4124 3. 407 1. 013
受教育程度 4206 9. 134 3. 979
同居者数量 4184 2. 913 2. 624
儿子数量 4128 1. 191 0. 928
女儿数量 4063 1. 185 1. 054

中介变量 年收入水平 4037 10. 275 0. 634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3987 3. 770 4. 906
老化态度 3469 20. 719 5. 336
社会价值 3738 3. 234 1. 236

调节变量 养儿防老观念 3763 0. 706 0. 456

表 2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抑郁倾向
模型 2

抑郁倾向

再就业 (否) -0. 616∗∗ (0. 217) -0. 665∗∗ (0. 224)
个人特征

性别 (女) 0. 126 (0. 106) 0. 058 (0. 109)
年龄 0. 005 (0. 007) -0. 003 (0. 008)
受教育程度 -0. 024∗ (0. 015) -0. 018 (0. 015)
宗教信仰 (否) 0. 204 (0. 167) 0. 169 (0. 172)
婚姻状况 (不在婚) -1. 029∗∗∗ (0. 126) -1. 011∗∗∗ (0. 130)
户籍 (非农户籍) 0. 009 (0. 303) -0. 118 (0. 319)
退休前职位 (普通职员) -0. 548∗∗∗ (0. 115) -0. 496∗∗∗ (0. 117)
健康状况 -1. 012∗∗∗ (0. 051) -1. 005∗∗∗ (0. 052)
家庭特征

同居者数量 -0. 019 (0. 018)
儿子个数 0. 203∗∗ (0. 064)
女儿个数 0. 023 (0. 057)
常数项 8. 000∗∗∗ (0. 594) 8. 266∗∗∗ (0. 636)
R-squared 0. 144 0. 146
N 3548 3357

　 　 　 注:∗∗∗p<0. 001, ∗∗p<0. 05,∗p<0. 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参照组。

获得来自自身、 家庭, 甚

至是社会的肯定以获得精

神上的满足。 总之, 退休

是个体经历心理转变的重

要时期。 一旦脱离原有的

工作环境, 老年人的心理

认知和个体行为都会随之

发生改变。 而老年人很大

程度上的心理驱动力是来

自社会交往、 价值肯定等

方面, 职业是实现上述途

径的重要渠 道
 [31] 。 因

而, 退休后城镇老年人选

择继续就业能够维持以往

工作中的生活状态, 保持

角色的可持续性, 降低了

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进而

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状况。
在个人特征方面, 在

婚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相

比不在婚的能够显著降低

其抑郁倾向, 这可能是由

于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以及家庭关系逐渐核心化

的趋势进一步拉大了与亲

子轴的空间距离, 亲子关

系对老年人情感支持功能

被削弱, 由此夫妻轴成为

了老年人情感支持的重要

来源。 此外, 与退休前职

位为普通职员相比, 退休

前职位为管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一方面, 较高的职位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

遇; 另一方面, 高职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挑战, 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较高

水平的健康状况能够减少城镇离退休老年人抑郁倾向, 促进其心理健康。 从身心一体化视角

来看,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密不可分的, 良好的生理状态才能寓于健康的灵魂。 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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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家庭特征中, 我们发现儿子的数量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水平呈显著的正相

关, 而女儿的数量对其抑郁倾向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 中国父母对于子女

“成家立业” 有着天然的使命和责任感, 然而随着当今婚姻市场中彩礼以及房价的升高, 尤

其对城镇多子家庭的父母而言将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同时, 考虑到儿子在获得亲代经济

支持和财产中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女儿, 在赡养亲代中会表现出更多的功利性[32] 。
2. 模型内生性与倾向值匹配

上述模型中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为再

就业这一行为存在着非随机选择性, 可能会导致选择性偏误。 具体而言, 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可能本身就更易于参与劳动因而采取再就业行为, 反之亦然。 因此, 模

型可能在再就业和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上存在着交互作用。 为了尽可能缓解由选择性

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对模型作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倾向值匹配需

要检验再就业与非再就业在控制变量上的平衡性, 由表 3 可知, 在匹配前, 再就业组和非再

就业组在大多数控制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而经匹配后两组的标准差偏差均小于 7%, 并且

匹配后的 P 值均大于 0. 1, 因而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控制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 样本通过均衡

性检验。
表 3　 样本均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状况 实验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偏差缩减

(%) T 值 P 值

性别 匹配前 0. 70 0. 54 33. 3 4. 25 0. 000
匹配后 0. 70 0. 70 0. 8 97. 5 0. 08 0. 932

年龄 匹配前 66. 04 70. 38 -62. 3 -7. 46 0. 000
匹配后 66. 04 66. 02 0. 3 99. 5 0. 03 0. 973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10. 20 9. 39 22. 5 2. 84 0. 004
匹配后 10. 20 10. 27 -1. 9 91. 7 -0. 19 0. 851

宗教信仰 匹配前 0. 08 0. 10 -8. 7 -1. 09 0. 277
匹配后 0. 08 0. 06  4. 0 54. 2 0. 42 0. 672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 89 0. 74 38. 7 4. 52 0. 000
匹配后 0. 89 0. 89 -1. 4 96. 4 -0. 17 0. 869

户籍 匹配前 0. 04 0. 03 9. 7 1. 46 0. 145
匹配后 0. 04 0. 03  6. 8 29. 8 0. 63 0. 528

退休前职位 匹配前 0. 39 0. 34 9. 3 1. 25 0. 212
匹配后 0. 39 0. 40 -2. 8 69. 5 -0. 27 0. 788

健康状况 匹配前 3. 77 3. 44 34. 8 4. 46 0. 000
匹配后 3. 77 3. 76 1. 3 96. 3 0. 13 0. 899

同居者数量 匹配前 2. 86 2. 94 -3. 2 -0. 34 0. 733
匹配后 2. 86 2. 79 3. 4 -6. 8  0. 51 0. 607

儿子个数 匹配前 0. 98 1. 17  -21. 5 -2. 66 0. 008
匹配后 0. 98 0. 98 0. 4 98. 3  0. 04 0. 970

女儿个数 匹配前 0. 92 1. 16 -24. 6 -3. 00 0. 003
匹配后 0. 92 0. 99 -6. 6 73. 1 -0. 67 0. 505

　 　 注: 上述结果采用近邻匹配 (k= 4) 的匹配结果, 其他匹配结果也基本通过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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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倾向得分匹配的
 ATT 

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ATT  

标准误
 

Z 值

近邻匹配 -0. 612 0. 294 -2. 08∗∗
半径 (卡尺) 匹配 -0. 738 0. 203 -3. 63∗∗∗
核匹配

 -0. 857 0. 204 -4. 20∗∗∗
局部线性匹配

 -0. 807 0. 207 -3. 91∗∗∗

　 　 注:∗∗∗p< 0. 001, ∗∗p< 0. 05,∗p< 0. 1; 近邻匹配 k = 4, 半径
(卡尺) 匹配的卡尺设为 0. 01, 局部线性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
与宽带; 标准误为由 bootstrap 自抽样 500 次得到。

　 　 本研究选用近邻匹配、 半径 (卡尺)
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匹配四种方式对

样本进行匹配。 由表 4 可知, ATT (处理

组平均效应) 分别在 5%和 0. 1%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 ATT 的取值范围在- 0. 857
到-0. 612 之间。 再就业能够降低城镇离

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即再就业能够促

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通过多种方法进行匹配后, 结论依然成立。

五、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机理

1.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分析

表 5 中再就业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 在经济因素中, 对于自身而言再就业能

够显著提高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对于子代而言, 再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向下代际经

济支持。 这一方面是由于退休往往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 绝大多数人员在退休后的收入较

退休前会有所下降。 相关研究表明: 我国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在 60%左右, 然而随着

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社会保险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
 [33] 。 因

此, 再就业成为退休老年人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
亲代对子代的经济依赖逐渐减弱, 甚至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依然会为子代提供经济上的支

持[34] 。 综上, 再就业不仅提高了城镇老年人的经济收入, 也使得该群体成为家庭经济资源

的提供者。
在精神因素中, 再就业对积极的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均有促进作用, 即再就业可以显著

提升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积极的老化态度水平和社会价值。 无论是积极的老化态度还是社会价

值都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肯定。 在角色理论中, 工作被认为是保持原有社会角色的重要方

式。 老年人通过继续工作可以从中获得对自身乃至社会的肯定。 具体来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普遍强调对老年人的尊重与珍视。 然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中, 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对

生产力和竞争性的日益强调均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年人口的贡献和社会地位构成了威胁。 在

此情境下, 影响了老年群体对自身价值和老化态度的判断, 一些老年人开始否定自我价值,
甚至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负担[35] 。 而再就业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稀释老

年人在现代竞争中的焦虑, 以保持老年人原有社会地位的权威性。 

表 5　 再就业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3

收入水平
模型 4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模型 5

积极的老化态度
模型 6

社会价值

再就业 (否) 0. 192∗∗∗  0. 847∗∗  0. 822∗∗ 0. 526∗∗∗    

(0. 045)  (0. 376) (0. 406)  (0. 09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squared 0. 153 0. 060 0. 096 0. 091 

N 3242 3212 3075 3272
　 　 注:∗∗∗p<0. 001, ∗∗p<0. 05,∗p<0. 1;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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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揭示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积极的老化态度、 社会价值的中介机

制, 本研究运用 KHB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如表 6 所示, 模型 7—10 表示再就业分别

通过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积极的老化态度以及社会价值

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 降低抑郁倾向。 KHB 中介检验显示, 就单独每个中介变量而言, 收

入水平可以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 8. 74%,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可

以解释
 5. 68%、 积极的老化态度可以解释 24. 52%、 社会价值可以解释 44. 72%。

表 6　 中介效应的 KHB 检验

模型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总效应 -0. 618∗∗ -0. 663∗∗ -0. 592∗∗ -0. 627∗∗

(0. 230)  (0. 229) (0. 224) (0. 220)
直接效应 -0. 564∗∗ -0. 625∗∗ -0. 447∗∗ -0. 347

(0. 230) (0. 229) (0. 224) (0. 221)
间接效应 -0. 054∗∗ -0. 038∗∗ -0. 145∗∗ -0. 280∗∗∗

(0. 021) (0. 019) (0. 072) (0. 053)
中介效应 (%) 8. 74 5. 68 24. 52 44. 72
R-squared 0. 15 0. 15 0. 22 0. 1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3242 3212 3075 3272
　 　 注:∗∗∗p<0. 001, ∗∗p<0. 05,∗p<0. 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7　 经济机制和精神机制的中介比例比较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 (%) 累计中介效应 (%)
经济机制

收入水平 -0. 033 6. 49  6. 49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0. 019 3. 79 10. 28
精神机制

积极的老化态度
 -0. 121 23. 65 33. 93

社会价值
 -0. 166 32. 41 66. 34

上述是单独纳入每个中介

变量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中介

变量之间可能彼此相关, 因

此, 需要将所有中介变量均纳

入模型, 以方便比较经济机制

和精神机制中介比例的大小。
由表 7 可知, 四个中介变量同

时纳入时, 总共可以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 66. 34%。 由于共同纳

入中介变量后, 受变量间相互干扰的影响, 变量的中介比例会发生略微的差异。 但是各变量

的中介比例排序大小与单独引入时完全一致。 具体而言, 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积

极的老化态度、 社会价值的中介比例分别为 6. 49%、 3. 79%、 23. 65%、 32. 41%。 由此可

见, 尽管再就业均能通过经济机制和精神机制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但

精神机制 (56. 06%) 的作用远远大于经济机制 (10. 28%)。 其中社会价值的中介比例最高

而向下代际经济支持比例最低。
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中介比例来看, 满足心理需求的动机要大于经

济收入动机。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 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大动机就是提高收入水平。 然

而这一点对城镇退休老年人群体并不适用。 有两种渠道可以解释上述原因: 首先, 从心理调

适角度来讲, 退休人员往往对退休后财务状况的下降有所预期, 因此在退休过渡阶段, 退休

人员能够调试好心态以面对收入已经下降的事实[6] 。 其次, 与农村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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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行为不同, 对于城镇老年人来说, 一方面, 城镇养老金的覆盖范围较高, 并且还有持

续增高的趋势; 另一方面, 我国老年人群退休年龄较低, 因而退休后仍然保持着一定生产

力。 随着市场用工的逐渐灵活化, 市场给予了老年人就业的机会。 所以, 对于有一定财富积

累的城镇老年人, 退休后收入水平的下降并不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更多就业

机会的出现, 反而带给老年人更多的精神价值[36] 。 总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相比以前

老年人再就业的动机是经济驱动, 现在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价值, 这一转变在城市中尤为

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研究中,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能够作为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

理健康的影响渠道, 但在中介作用中所占比例最小。 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出发, 家庭结构

和代际转移可能是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动机, 通过再就业给予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 相关研

究表明, 子女个数与老年人再就业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随着城市经济压力的提高, 老

年人会选择继续就业以放松子代的预算约束, 甚至出现了 “啃老” 现象, 这反而剥夺了老

年人的幸福感[11,36] 。 从代际关系的视域来看, 在代际关系日益失衡、 重心不断倾向于子代

的情景下, 老年人往往将重点关注到子代, 即自己过得如何不重要, 重要的是子代, 会牺牲

自身的利益为子代谋求幸福。 然而本研究发现, 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主体

性体验。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现代性的持续浸入, 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渐松弛, 个体思考问题的

方式会趋于理性化。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转变不仅会影响到子代, 也会影响到亲代。 有研究

表明, 部分老年群体的代际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主要表现为由情感逻辑向理性逻辑的转

变[37] 。 因而, 退休的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时, 不是一味地为子代付出, 也会考虑自身的需求,
而来自工作给予的积极的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感是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研究中的另一个发现, 那就是尽管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在再就

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比例最低, 但是中介关系依然显著存在。 再就

业可以通过提供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进而改善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这说

明, 尽管满足自身的精神追求 (积极的老化态度与实现社会价值) 是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

退休老年群体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渠道, 同时, 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 个体化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了代际关系, 但是在父母对子代不计付出观念的主导下, 通过再就业为子代提供经济支

持仍然是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 中介渠道的比例

大小表明, 退休后的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 “养家糊口”, 而更多的是

为了自身精神上的满足, 但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 

2.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机制分析

从家庭视阈出发,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 从养老观念来考察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

心理健康的调节机制。 由表 8 可知, 养儿防老观念与再就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养

儿防老观念能够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抑郁程度的负向关系。 具体表现为: 当老

年人倾向于养儿防老的观念时,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促进作用较小;
而持否定养儿防老观念的群体, 再就业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大。 这

项发现与原有的研究结果相似。 相关研究表明,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城市中依然存在, 拥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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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

健康的调节机制分析

变量
  模型 11
抑郁倾向

再就业 (否) -1. 328∗∗ (0. 435)
养儿防老观念 (否) -0. 041 (0. 118)
养儿防老观念×再就业 0. 972∗ (0. 507)
R-squared 0. 1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N 3302
　 　 注:∗∗∗p<0. 001, ∗∗p<0. 05, ∗p<0. 1; 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和参照组。

儿防老观念的老人因为寄希望于子代养老, 因而

再就业的概率会降低[11] 。 特别是在中国, 养儿

防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父母再就业这一经济

行为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紧密相关。 因而, 当

老年群体认为养老是子代的责任时, 继续就业不

一定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 伴

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推进, 我国的养老预期也

会发生一定的转变。 但是传统孝道文化与家庭养

老观念依然会根植在社会中, 并影响着再就业对

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关系。

六、 总结与讨论

在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背景下, 研究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对

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三个方向: ①再就

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该结论在通过倾向

值匹配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②中介作用机制表明, 收入水平、 向下代际经济支

持、 积极的老化态度、 社会价值分别是影响再就业对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变量, 中介比例总

共为 66. 34%, 其中精神机制可以解释 56. 06% (其中积极的老化态度可以解释 23. 65%、 社

会价值可以解释 32. 41%) 远远大于经济机制的比例 10. 28% (其中收入水平可以解释

6. 49%、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可以解释 3. 79%)。 ③调节机制表明, 养儿防老观念会削弱再就

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该结论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有以下启示。
第一, 鉴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延迟退休政策预期将促进

城镇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扶持力度, 如开展技能

培训和提供创业补贴优惠, 同时制定相关政策保障老年人再就业中的相关权益。
第二, 鉴于精神机制对改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机制, 因此

要将关注重点放在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的非物质层面。 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是影响再就业对

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一方面, 老年人对老化态度的认知与社会态度有

关。 老年人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年龄歧视, 因此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如禁止年龄歧视等以创建良好的用工环境, 减少老年人对老化态度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要积极宣传老年人工作职位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他们与年轻人的工作同样重要。

第三, 鉴于养儿防老观念在再就业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削弱作用, 因

此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 我们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孝道文化。 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老年

人再就业涉及到传统的孝道观念。 在老年人的认知中养儿防老即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预期的

主要形式, 尤其对于那些倾向于传统养老观念的老年群体来说, 继续就业可能不会提高他们

的心理健康水平。 因而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 要宣传积极的养老观念。 同时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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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浸入, 代际观念和主体性意识相互交织共同作用, 为依靠自我养老提供了可能, 养老

预期也会发生转变, 这些均为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奠定了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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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outline of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Goal 2035 

have proposed   a gradual extension in the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which means that delayed 

retirement has entered the planned implementation stage in China.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re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conclusions are controversial.  The  aims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re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amily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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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with income level,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ging attitude, 

and social values as intermediary, and  old-age concept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propensity value matching, KHB mediation decomposition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employ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pression tendency and promote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shows tha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reemployment among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income level,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ging attitude, 

and social value can explain 6. 49%, 3. 79%, 23. 65%, and 32. 41% of the relationship, 

respectively.  This result means tha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for 

reemployment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ir economic need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 raising children and providing the elderly”  will weak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the reemployment policy of 

the retired elderly, create a goo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a positive concept 

of old-age.  

Keywords: reemployment; urban retired elderly; ment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concept of ol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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